浙江省服务业标准化能力评价及其协调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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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按 “标准的形成－产业化－市场化”三阶段划分法，构建产业层面的标准化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对浙江省2009－2017年服务业的总体、地区和行业的标准化能力进行评价，并分析浙江省服务业在地区间和行业间的标准化能力的协调度。研究发现：（1）浙江省服务业标准化能力总体水平尚可，但不同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2)浙江省地区与行业间的标准化能力发展处于中度失调状态。最后，针对上述评价结果分析浙江省服务业标准化存在的不足，提出改善浙江省服务业标准化能力及其地区和行业间协调度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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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three-stage division method of “standard formation -industrialization-marketization”, this paper designs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standardization ability at the industrial level, and uses the DEA model to evaluate the standardization ability of the overall, regional and industry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in Zhejiang province from 2009 to 2017, and analyzes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standardization capabilities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in Zhejiang between regions and industries.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 overall level of standardization capacity of service industry in Zhejiang is acceptable, but there are large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and industries. (2) The development of standardization capacity between regions and industries in Zhejiang is in a state of moderate imbalance. Finally, the paper analyzes the shortcomings of service standardization in Zhejiang province, and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to improve service standardization capability and regional and inter-industry coordination in Zhe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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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浙江省三次产业增加值已由2002年的8.5∶51.1∶40.3调整为2017年的3.9∶43.3∶52.7，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02年的39.6%上升到2017年的57.0%。浙江省产业发展形成了“三二一”格局，进入到现代服务业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影响服务业发展的因素包括了人才、技术和政府支持等，内含人力资源素质与创新成果的标准尤其是技术标准对服务业发展作出了不小贡献[1]。诚如Choi等[2]指出，越来越多的公共政策和学术文献均将标准化看作国家或企业创新的催化剂，标准通过技术、产品或服务和过程等渠道影响着创新。甚至于，像中国和韩国等后发国家，已经将标准化当作技术追赶的国家战略[3-4]。但是，标准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技术研发与专利化、专利标准化到标准产业化、标准市场化推广等一系列过程，期间不仅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更因为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可能影响到诸多利益方的市场地位及其经济利益，最终影响到标准的实施效果。标准的实施效果一般用标准化能力指标衡量。标准化能力是指一国或地区制定、推广和应用标准的总体能力，虽然理论界已经意识到定量分析是认识一国标准化水平最基本的、必要的途径，也是推动一国标准化工作的基础研究，但因为缺乏相应的理论基础和评价所需数据，工作依然步履艰难[5]。不论是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国际标准化组织（ISO），还是国际电信联合会（ITU），都曾经在国家标准化能力评价方面作出努力，力图提出一个适合所有国家标准化能力的评价方案，但效果并不理想[6]。
本文尝试借鉴王姗姗等[7-8]和张米尔等[9-10]的研究成果，按“标准的形成－产业化－市场化”的三阶段法思路，分析不同阶段的关键影响因素，进而构建标准化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浙江省服务业标准化数据进行评价。这在理论上将丰富了标准化能力定量评价的内容，在实践中对浙江省服务业标准化工作开展进而提升服务质量具有意义。本文可能的创新：其一，已有关于标准化能力研究多数集中于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通信行业）或制造业的技术标准领域，基于省域视角探讨服务业的标准化能力问题几乎是空白，本文的研究将在一定程度上填补空白；其二，虽然已有研究将标准化划分成 “标准的形成－产业化－市场化”三阶段，但在此基础上考虑每个阶段的关键影响因素，进而构建标准化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及其实证检验的研究鲜见，本文采用这种研究思路更易揭示标准化能力演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提出针对性更强的政策建议；其三，与多数绝对能力评价不同，本文采用相对有效的数据包络分析（DEA）评价模型对浙江省服务业的总体、地区和行业间的标准化能力进行评估，并根据冗余与不足提出改善对策，这也尚未在已有研究成果中见到。
2  标准化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标准化能力的已有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两方面：其一是标准化能力的演化发展路径。Fomin等[11]运用D-N-S模型分析了电信业标准化的动态发展过程，认为标准化的演化路途呈“S”型。但是，Techatassanasontorn等[12]通过对市场主导的事实标准化过程的研究后指出，事实标准的进化发展并非永远呈“S”型，很有可能是呈现螺旋式上升发展。王姗姗等[7-8]甚至指出，标准化是一个按 “标准的形成－产业化－市场化”的演变过程，在演变过程中三者是相互交织和相互促进的关系[13]。其二是分析影响标准化能力的关键因素。考虑到知识产权是构成标准基本要素这一事实，孙耀吾等[14]指出标准化能力应该包括从技术研发到专利等知识产权的获取，以及从标准的确立直至标准在被许可和产业化的推动力。国际电讯联合会（ITU）与韩国电信委员会（KCC）在其提出的TASC(Tool For Assessing Standards Capability)框架中指出，一国的标准化能力应该包括标准发展能力、标准化的人力资源水平、政府标准政策和国家标准的采用水平4个方面。具体在实证研究中，Leiponen[15]和邹思明等[16]认为可以用企业在技术标准制定中改变的标准项数来衡量技术标准化能力。凌艳平等[17]利用中国210家中小板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企业研发能力对标准化能力的影响。

本文综合上述两方面的研究思想，在将一国或地区的标准化过程划分成“标准的形成－产业化－市场化”三阶段的基础上，分析其不同阶段的关键影响因素，进而构建标准化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2.1  标准形成阶段
该阶段主要指将产业内某项新兴技术转化为专利，并通过专利标准化手段确定为技术标准的过程。具体而言，是主导企业将研发的技术成果申请成为专利，并利用自身在产业内的影响力或借助于政府力量，演变成标准或将专利技术成分纳入标准当中。因此，此时的标准化能力主要由产业的研发能力、技术专利化能力和专利标准化能力构成[13]。
表1  标准形成阶段的标准化能力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算方法
	参考文献

	研发能力
	R&D投入
	投入研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例
	孙耀吾等[13]

	
	R&D人员
	专职研发人员占全部员工的比例
	梁晓捷等[18]

	技术专利化
	专利申请
	授权的专利业占申请量的比例
	Zeebroeck[19]

	专利标准化
	标准数量
	参与的标准数占产业标准数的比例
	王燕玲[20]


      注：除特别说明外，表中所有数据均指产业而非单个企业的数据。下同。
2.2  标准产业化阶段
企业标准实现产业化是企业竞争成功的关键。产业标准初步建立后最急迫的，是主导企业想办法吸引越来越多的同行加入，形成一条完善的标准产业链[21]。具体而言，标准产业化过程主要分三步走[22]：首先，作为产业内某项标准拥有者，与相应技术系统厂商合作，通过技术转让等活动促进技术扩散和构建众多参与者的市场环境；其次，与各中间部件和终端厂商合作，加快技术标准在产品或服务上的应用，逐步开始向市场提供消费者所需的标准产品或服务；最后，寻求政府的支持，借助政府力量巩固标准主导企业在产业内的地位。因此，此阶段特征表现为：越来越多同行与科研机构被吸引到标准化建设中来，同时，产业标准实施的基础条件也愈加完善，与标准相配套的工艺流程、检验标准等相继出现，标准逐渐在产业内扩大影响力并实现共享
表2  标准产业化阶段的标准化能力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算方法
	参考文献

	技术转让
	专利转让金
	技术转让金占销售收入的比例
	谭劲松等[22]

	厂商规模
	厂商数量
	合作厂商占产业内厂商的比例
	

	政府支持
	税收减免
	减免的税费占销售收入的比例
	张雯婧等[23]

	
	财政补贴
	国家投入的研发基金占销售收入的比例
	Xia[24]


2.3  标准市场化阶段
标准市场化是指将种类丰富的标准产品或服务提供给市场，供消费者选择购买。此时，标准经过市场检验反馈后不断完善与升级，标准的核心专利拥有者开始获得丰厚的利润回报。如何将标准推广至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并扩大标准的市场影响力，构建稳固的市场份额是这一阶段的工作重点。曹群等[25]指出，技术标准竞争实质就是争夺标准使用者（市场推广）。因此，标准使用者及商业生态系统中核心企业的市场推广能力至关重要。
表3  标准市场化阶段的标准化能力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算方法
	参考文献

	市场管理能力
	市场管理
	标准商品的顾客满意度
	Ravari等[26]

	资源支持能力
	人员支持
	推广人员占全部员工的比例
	边明英等[27]

	
	资金支持
	推广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例
	徐立平等[28]

	生产能力
	配套生产
	标准商品的基础设施配备率
	张雯婧等[23]


3  评价模型与数据收集

3.1  标准化能力评价模型
DEA评价方法是众多能力评价方法（或模型）中的一种，它是基于经济活动投入、产出相对有效性的评价方法，以被评价对象作为一个决策单元（DMU），进行多个相似DMU的比较评价，具有解决事先不知生产函数形式、指标间权重非主观性，以及无需数据标准化处理等优点，且能根据非有效DEA评价结果中的冗余或不足，提出改善之对策。本文将浙江省服务业看作是一个生产系统，省内11个地区（包括杭州、湖州、嘉兴、绍兴、宁波、舟山、台州、温州、金华、衢州、丽水）的服务业以及不同服务行业分别作为此系统内相互独立的子系统（即相对独立的DMU），运用DEA评价法对浙江省服务业的总体、各地区和各行业的标准化能力进行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分析非有效原因，进而提出改善对策。
按照上述DEA评价思想，本文将表1至表3中标准化三阶段的标准化能力评价指标分成投入与产出两个维度，见表4所示。
表4  基于DEA模型的标准化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
	标准形成
	标准产业化
	标准市场化

	投入指标
	R&D投入
	厂商规模
	人员支持

	
	R&D人员
	税收减免
	资金支持

	
	
	财政补贴
	配套生产

	产出指标
	专利授权比
	专利转让金
	市场管理

	
	标准数量
	
	


3.2  标准化能力协调度评价模型
系统协调理论以系统整体效益最大化为最终目标，将系统内各子系统间通过复杂的、动态的交互作用实现和谐共处的发展关系称为协调度。如果将浙江省的服务业标准化能力看作一个大系统，那么浙江省11个地级市和14个服务行业的标准化能力则是组成该大系统的子系统[29]，因此，本文引入协调度模型分析浙江省服务业标准化能力的区域和行业之间协调发展程度。系统协调度C(t)的计算公式如下：
公式仍不可编辑！公式内变量参数应为斜体的未改为斜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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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知道，C(t)的取值范围是[0,1]，越靠近1，表示浙江省11个地级市或14个服务行业间发展的协调程度越高；反之，则越低。式（1）中，yi(t)为为浙江省某地区或某服务行业子系统在t年时的有序度，用灰色关联投影贴近度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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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中，[image: image3.e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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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在t年时第i个地区（或服务行业）的正、负理想灰色关联投影值，具体可以通过TOPSIS灰色关联投影法计算而得。
3.3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浙江省11个地级市的14个服务行业为研究对象。表4中评价指标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浙江省统计年鉴》《浙江省科技统计年鉴》《浙江省第三产业统计年鉴》和《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tjj.zj.gov.cn），标准、专利有关数据来源于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的内部统计数据，数据报告期为2009－2017年。
标准化是一个从技术研发开始到标准市场化结束的长期过程，到目前为止，未有文献指出其经历的总时间以及每个不同阶段时间跨度有多长，本文只能作简单处理，即每阶段的时间假设均为3年。
4  浙江省服务业标准化能力评价

4.1  综合技术效率值（σ）分析
本文使用DEAPVision2.1软件中的CRS模型（假设规模不变），分别对浙江省服务业2009－2017年的总体、11个地级市和14个服务行业的不同阶段标准化能力展开评价，如表5、表6和表7分别是总体、分地区和分行业的综合技术效率值（σ）。
表5数据显示，浙江省服务业标准化能力的DEA相对有效的年份是2013－2017年（综合技术效率值为1），说明最近5年浙江省服务业标准化工作处于相对较优水平，即标准化投入、产出均处于有效生产前沿面，不存在投入资源的冗余现象；2009－2012年的综合技术效率值分别为0.931、0.974、0.988和0992，平均值为0.987。概而言之，浙江省服务业的标准化能力整体水平较高。浙江省于2009年最早发布了《浙江省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管理办法（试行）》，对包括现代物流业、旅游业等8个重点服务行业的标准化工作进行财政支持并优先推荐为浙江名牌。经过近10年的发展，浙江省服务业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29]，也于2017年正式被国家批准成为唯一的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这对于浙江省服务业标准化工作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极大地提升浙江省服务业标准化能力水平。
表5  2009－2017年浙江省总体服务标准化能力的综合技术效率值
	指标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平均值

	σ
	0.931
	0.974
	0.988
	0.992
	1
	1
	1
	1
	1
	0.987


表6数据显示，在浙江省11个地级市中，杭州市的综合技术效率值得分最高，9年均为1，处于第2集团的是舟山与宁波两市，接下来是温州、湖州、嘉兴、台州、绍兴和金华等6市，最后的是地处浙西的衢州市和丽水市。作为省会城市的杭州市，在信息传递、计算机和软件业，住宿和餐饮，以及金融业、房地产业等多个服务领域均有先天优势，使其处于全省所有城市的首位。处于第2集团军的宁波市是副省级城市，除了IT（信息传递、计算机和软件业）领域无法与杭州相比外，其他如住宿和餐饮、房地产业等领域都紧跟其后；舟山市的服务业标准化能力比较强，除了其特殊的区位结构决定了其产业结构中服务业比重高于制造业的因素外，还得益于近年来诸多国家级战略在此实施，如2011年设立的浙江舟山群岛新区、2012年设立的舟山港综合保税区，以及2017年设立的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使得原本只以旅游业为主的舟山群岛，在港口物流业、交通运输业、海洋旅游业、商务服务业等领域走在全省各地市的前列。从产业结构看，衢州市2017年刚刚实现产业由“二三一”变为“三二一”，工业依然占据较大份额，相对于金华市传统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齐步走的格局，衢州和丽水市还是偏重于传统服务业——旅游业和批发与零售业，尤其是受限于交通瓶颈，丽水地区几乎没有现代物流业。
    从分阶段看，杭州市无论在标准形成阶段，还是标准产业化和市场化阶段，均有良好的表现。第2集团的宁波与舟山两市，以及第3集团的嘉兴、湖州、绍兴、温州等6市，标准化能力在标准形成阶段比标准产业化和标准市场化阶段都弱。由前述理论分析可知，标准形成阶段的关键主要是靠行业内主导企业投入大量资源开展技术研发，并将核心技术申请专利，再实现专利标准化。即行业主导企业的标准化行为是关键。据杨雪锋等[29]对浙江省14个服务行业的专业化优势研究可知，杭州市在信息传输、计算机和软件业等7个行业中均占据第一的位置，即全省一半服务行业中的主导企业均将自己的核心部分（尤其是技术研发部门）安置于杭州，以充分利用聚集于此的人力资源与科技资源，导致浙江省服务业发展呈现明显的地理空间上的不均衡性[30]；除杭州市外的其他地级市的企业，没有或很少具备主导标准化工作的能力，从而影响了这些地区在标准形成阶段的投入，这成为其标准形成阶段的综合技术效率不佳的主因。
表6  2009－2017年浙江省分地区服务标准化能力的综合技术效率值
	城市
	标准形成
	标准产业化
	标准市场化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杭州
	1
	1
	1
	1
	1
	1
	1
	1
	1

	宁波
	0.934
	1
	1
	0.989
	1
	1
	1
	1
	1

	舟山
	0.933
	0.977
	1
	0.975
	1
	1
	1
	1
	1

	嘉兴
	0.899
	0.911
	0.945
	0.981
	0.983
	0.975
	0.946
	0.985
	1

	湖州
	0.884
	0.921
	0.911
	0.933
	1
	0.938
	1
	0.946
	1

	绍兴
	0.913
	1
	0.958
	1
	0.922
	0.914
	0.965
	
	0.983

	温州
	1
	0.912
	0.956
	0.983
	1
	1
	0.989
	1
	1

	台州
	0.876
	0.944
	0.956
	0.887
	1
	0.992
	0.967
	0.992
	0.998

	金华
	0.891
	0.934
	1
	0.956
	1
	1
	1
	1
	1

	衢州
	0.821
	0.903
	0.934
	0.891
	0.902
	0.914
	0.912
	0.906
	0.925

	丽水
	0.803
	0.899
	0.911
	0.835
	0.887
	0.802
	0.902
	0.899
	0.897


按照如表7的综合技术效率值分布特征，将浙江省14个服务行业划分成3类：
（1）亚铃状型，包括：批发和零售，房地产业，金融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6个行业，占全部服务业的42.8%。其特征是在标准产业化阶段的综合技术效率值要比标准形成阶段和标准市场化阶段都低，即中间小两头大。
（2）均衡型，包括：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卫生、社会保障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6个行业。这些服务业虽然做不到每个阶段均完美（即综合技术效率值均为1），但在每个阶段都做到相对较好。
（3）无效率型，包括教育业，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这两个行业在任何一阶段内均处于相对无效率状态，且综合技术效率值也很低。
进一步分析发现，作为市场经济发达的浙江省，其批发与零售、房地产业和金融业一直位列14个服务行业中的前3甲，这两个行业的增加值约占到全省整个服务业的45%，不论是标准化资源投入，还是政府监管部门的重视程度，其他服务行业与之相比都不可同日而语。随着杭州市将“发展信息经济、推进智慧应用”作为全市“一号工程”，出台如“六大中心”等一系列政策扶持，信息产业得到迅猛发展，进而推动了标准化工作快速开展。阿里巴巴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和网易公司等一批网络企业带动杭州市的信息、网络与软件服务业的崛起，菜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四通一达”（申通快递、圆通速递、中通快递、百世汇通、韵达快递）等第三方现代物流服务业在浙江省快速发展，其标准化工作也日益受到重视。浙江省正依托钱塘江金融港湾建设，构建以科技金融为核心的新金融服务产业链，互联网金融、大数据金融和金融云服务等是浙江省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方向。在这些利好政策的推动下，各行业的核心企业都想争夺标准的话语权，加上浙江省政府有许多财政补贴等优惠政策的引导，愿意投入资源进行技术研发进而专利标准化，但标准形成后的产业化阶段可能因为存在市场不确定性风险，或可能导致新的市场结构形成而影响自身利益等原因，行业内关键厂商之间、产业内中间厂商和终端厂商间的合作出现了不协调关系，导致标准产业化阶段进展缓慢，效率不高。
均衡型中的6个服务业主要集中于公共事务领域，该行业中的企业一般具有国有背景，且多数是垄断性质。在中国国情下，通过行政手段开展标准化工作显得相对简单易行，尤其是这几年浙江省大力推出“最多跑一次”改革，“自上而下”通过标准化工作推动工作流程效率化改革，极大地促进了标准化工作。教育业和科研服务业标准化工作的无效率，可能与其未被引起重视有关。通过查阅相关标准文献可知，已有教育标准中主要集中于教学设备和设施方面，与教育质量相关尤其是与高校教育质量、科研工作相关的标准，极其稀少。因此，教育业和科研服务业标准化工作，无论是投入还是产出都不容乐观。
表7  2009－2017年浙江省分行业服务标准化能力的综合技术效率值
	标准化
阶段
	标准形成
	标准产业化
	标准市场化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1
	0.975
	1
	1
	1
	0.921
	1
	1
	0.975
	1

	2
	1
	0.993
	0.976
	0.902
	0.876
	1
	0.887
	1
	1

	3
	0.976
	1
	1
	0.907
	0.923
	0.992
	1
	1
	1

	4
	1
	0.997
	1
	0.932
	0.996
	0.981
	0.936
	1
	1

	5
	1
	1
	1
	0.893
	0.812
	0.841
	1
	0.985
	1

	6
	1
	1
	1
	0.912
	0.887
	0.894
	0.933
	1
	1

	7
	1
	0.936
	1
	0.922
	1
	1
	1
	0.923
	1

	8
	1
	1
	1
	1
	0.925
	1
	1
	1
	1

	9
	0.856
	1
	0.899
	1
	1
	1
	1
	0.908
	1

	10
	1
	1
	1
	1
	1
	1
	0.976
	1
	1

	11
	1
	1
	1
	1
	0.938
	1
	1
	1
	1

	12
	0.765
	1
	1
	1
	1
	1
	1
	1
	0.945

	13
	0.876
	0.887
	0.921
	0.884
	0.789
	0.945
	0.798
	0.821
	0.896

	14
	0.784
	0.892
	0.911
	0.793
	0.876
	0.812
	0.903
	0.923
	0.918


   注：序号1～14分别代表浙江省的14个服务行业：批发和零售，房地产业，金融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卫生、社会保障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教育业，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4.2   DEA非有效性分析
DEA评价法的优势除了能得出相对有效值外，对于那些非有效的DMU还可以根据其冗余或不足提出改进方向及建议。限于篇幅，本文仅以衢州和丽水两市为例，对其DEA非有效的原因进行具体分析（以2017年的数据为例，如表8），并进一步提出改善建议。

表8  2017年衢州和丽水两市服务业标准化能力非DEA有效分析

	标准化
阶段
	投入（in）或产出（out）变量
	原始数据
	投入松驰变量
	产出松驰变量
	DEA有效目标值

	
	
	衢州
	丽水
	衢州
	丽水
	衢州
	丽水
	衢州
	丽水

	标准形成
	R&D投入（in）
	10.234%
	9.089%
	-3.647%
	-1.487%
	-1.004%
	-0.224%
	5.583%
	7.378%

	
	R&D人员（in）
	23.896%
	18.453%
	-5.872%
	-3.926%
	-1.478%
	-0.873%
	16.546%
	13.654%

	
	专利授权比（out）
	45.872%
	35.876%
	0.000%
	0.000%
	0.000%
	0.000%
	45.872%
	35.876%

	
	标准数量（out）
	11.872%
	7.825%
	0.000%
	0.000%
	3.823%
	4.982%
	15.695%
	12.807%

	标准产业化
	厂商规模（in）
	29.654%
	22.854%
	-2.896%
	0.000%
	-1.992%
	0.000%
	24.766%
	22.854%

	
	税收减免（in）
	38.893%
	24.756%
	0.000%
	-1.872%
	0.000%
	-0.897%
	38.893%
	21.987%

	
	财政补贴（in）
	62.756%
	48.345%
	-4.637%
	-1.043%
	-1.112%
	0.000%
	57.007%
	47.302%

	
	专利转让金（out）
	46.876%
	32.786%
	0.000%
	0.000%
	0.263%
	0.875%
	47.139%
	33.661%

	标准市场化
	人员支持（in）
	38.231%
	32.675%
	0.000%
	-2.985%
	0.000%
	-1.003%
	38.231%
	28.687%

	
	资金支持（in）
	44.875%
	23.856%
	-4.556%
	0.000%
	-0.875%
	0.000%
	39.444%
	23.856%

	
	配套生产（in）
	67.430%
	51.471%
	-0.302%
	0.000%
	-1.043%
	0.000%
	66.085%
	51.471%

	
	市场管理（out）
	92.332%
	87.457%
	0.000%
	0.000%
	1.034%
	3.456%
	93.366%
	90.913%


    （1）标准形成阶段。衢州市产出指标中的专利授权比已经达到DEA有效目标，但标准数量还需要再提高3.823%方能实现15.695%的有效目标值，即倘若保持现有投入不变的情况下，衢州市应该将标准数量提高3.823%才能达到DEA相对有效（也就是综合技术效率值为1，下同）。从投入指标看：1）R&D投入比例偏大，冗余度达4.651%；2）R&D人员的冗余度达7.350%。即倘若保持现有产出不变的情况下，标准化工作投入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与研发人员占总体员工人数比重分别需要减少4.651%和7.350%，方可实现DEA相对有效。

虽然丽水市的数据与衢州市的有所差异，但其代表的经济含义与衢州地区相似：专利授权已达DEA有效目标，但由专利形成的标准数量依然需要提高4.982%。在投入方面也存在冗余，出现了一些资源的浪费现象。
综合起来，在标准形成阶段，衢州和丽水两市的投入冗余或产出不足，都与它们的科技水平有关。科技人员虽然使用了大量的科研经费、开发了较多专利，但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专利不具有核心竞争力，创新成分不足以使其进入标准而成为标准的一部分。因此，要从两方面促进两地区的标准形成：一是在现有投入资源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加强科技人员的培训，通过与标准化工作开展较好的地区交流，提升标准竞争意识，注重专利的质量意识，以提高标准的产出数量；二是减少现有资源的投入量，注重资源之间的配置关系，提升资源使用的有效性。
（2）标准产业化阶段。不论衢州还是丽水市，在产出的专利转让金方面没有达到DEA的有效目标值，分别需要提高0.263%和0.875%。即在保持现有投入资源配置不变的情况下，其产出应该分别再提升0.263%和0.875%，才能实现DEA有效目标值。从投入看，衢州和丽水两市略有不同，除了都有过度使用政府补贴（其冗余量分别为5.749%和1.043%）的原因外，另外一个原因，衢州市是与标准相关的厂商数量过多（冗余量为4.888%），丽水市则表现为政府给予的税费减免过多（冗余量为2.769%）。衢州市的厂商过多，可能受政府产业利好信息的影响（财政补贴和税费减免都会影响到企业进入的决策），进入该领域的企业过多产生拥挤，进而影响到了专利转让的价格；丽水市的税费减免存在投入浪费现象，提醒当地政府在税费减免领域或时间把握上需要做更多的研究。
综合起来看，在标准产业化阶段，两市已经开始出现差异性，衢州市主要是从事中间设备和终端产品的合作厂商数量过多，影响了专利转让价格；而丽水市是未能有效地使用政府给予的税费减免政策，没有将“节约”下来的货币投入到标准化工作中，如技术研发，发挥它应有的效用(当然，也可能是科技力量不足影响了它将政府相关税费减免和财政补贴的资金投入标准化工作)。因此，衢州市应该适当控制产业化过程中的厂商数量，尤其是对技术能力不强的厂商，通过引导使其退出；丽水市则是需要研究如何有效使用政府减免的税费问题，比如是否可以考虑将原先的直接减免税费，通过等额度的科研项目的奖励手段，刺激企业加大标准化工作的力度。
（3）标准市场化阶段。标准市场化阶段需要标准主导企业、相关同行企业以及政府加大市场推广力度，在较短时间内将标准形成的产品或服务覆盖市场，此时，投入的市场推广人员与经费显得尤为重要。从产出结果看，丽水市需要提升的幅度要高于衢州市（分别为3.456%和1.034%）才能达到DEA相对有效目标值。再看投入，衢州市需要在标准产品的配套基础设施方面减少投入1.705%才能达到DEA的有效目标值，丽水市在配套生产方面不存在投入冗余，无需要作出改变，但要在市场推广人员方面作出调整（减少3.988%），衢州地区需要在资金支持方面作出调整（减少5.431%），就各自达到DEA有效目标值。

综合来看，在标准市场化阶段，衢州市的主要问题是推广资金与配套设施方面存在投入冗余，配置效率不高；丽水市的主要问题是推广人员方面存在投入冗余，人员过多不仅人浮于事，还可能出现管理混乱，从而导致产出无效，解决办法是减少市场推广人员的数量，并对留下的推广人员通过培训提升素质，有效推进标准市场化，从而实现产出的DEA有效。
4.3  浙江省服务业标准化能力的地区和行业协调度分析
由上述评价结果可知，浙江省服务业存在区域和行业间较明显的非均衡性，但是，这种非均衡程度有多大，以及如何由非均衡变成均衡发展等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本文运用式（1）计算所得的2009－2017年浙江省服务业在11个地区和14个行业间的协调度如图1所示。从时间维度看，浙江省服务业11个地区标准化能力发展的协调度在2009－2010年间处于快速上升阶段，由0.426提高到0.474，提升幅度约为11.26%；在2010－2012年间处于缓慢下降期，从0.474一直降到0.452，降幅为4.64%；2012－2013年又开始上升，上升幅度为10.84%；2013－2014年下降了2.79%，2014－2017年一直处于增幅不等的上升阶段，平均升幅为3.62%。14个服务行业间的协调度总体要比地区间的好，2009－2011年处于缓慢上升期，从0.489提升到0.531，上升幅度为8.59%；2011－2014年处于下降期，由0.531下降到0.504，下降幅度为5.08%；2015年后又开始上升，由0.504上升到0.601，上升幅度为19.25%。
[image: image5.png]0.60

0.45

0.40

P o1

0.54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i
e ATV HEEF e RIS thIE

2017




图1  2009－2017年浙江省地区和行业间标准化能力协调度

通过上述数据变化可以得出结论：浙江省地区间或行业间的服务业标准化能力发展协调度时高时低，不平稳，但总体发展趋势是不断提高的。2009－2017年间，地区和行业间协调度平均值分别为0.487和0.524，处于中等水平。即浙江省地区间和行业间的服务业标准化能力处于中度失衡状态，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需要加强省内各地区间和各行业间服务业标准化能力的协调发展。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第一，从浙江省服务业标准化能力的总体综合技术效率值看，其中有5年（2013－2017）为DEA相对有效，平均值也达到0.987，标准化能力较好；从11个地区的评价值看，分布呈“1+2+6+2”（即以省会城市的杭州市为首位，副省会城市的宁波市和国家战略试点地区的舟山市位列第2位，浙北的湖州和嘉兴市以及浙南、浙中6个地区处于第3集团，地处浙西的衢州和丽水市排名最后）格局；从14个服务业分行业评价情况看，可以分成亚铃型、均衡型和无效率型3种类型，每种类型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第二，从时间演化视角看，浙江省11个地区中，杭州市在3个标准化阶段里都表现优秀，但其他地区均出现了标准产业化和标准市场化阶段的标准化能力强于标准形成阶段。结合14个服务行业的分析可知，这可能与杭州市集中了浙江省绝大部分行业主导企业的总部以及聚集于此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从而使得其他地区企业无法成为行业标准的主导企业的原因有关。
第三，对浙江省11个地区间和14个行业间的服务业标准化发展的协调度计算可知，浙江省服务业标准化能力不论是地区间还是行业间，均处于中度失衡状态，但总体趋势是缓慢变好。因此，相关决策部门应该加大研究力度，分析地区间和行业间服务业标准推进工作不均衡的深层次原因，进而提出解决对策。
5.2  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结合浙江省服务业标准化工作的实际情况，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全省统一规划、统一管理。充分利用好市场“无形的手”和政府“有形的手”，形成“管放”相结合的管理机制。一方面要完善浙江省内统一的标准化市场，形成有利于标准化各要素流动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要统一全省的服务业标准化规划机制，成立统一的管理部门，统筹规划标准化工作，以防止各地区各自为政的乱象。政府部门应制定与标准化能力有关的资金、人才和创新载体等配套产业政策，改善服务业标准化工作环境，进而提高浙江省整体标准化能力。

第二，政府在制定服务业产业政策时，应按各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分工与合作。作为省会城市的杭州市，聚集了省内大部分的人才和科技力量，同时紧靠上海和南京市，具有发展服务业的资源优势与区位优势，加上国家标准化改革综合试点落户浙江省，杭州市有条件走服务业标准化创新之路，尤其在网络信息、数字金融和现代物流服务业领域，加大标准化推进力度，争取主导或参与更多的国家甚至国际标准的制定。同时，杭州市也理应做好“传、帮、带”的工作，作为核心辐射浙江省其他地区，促进优质要素向周边地区全方位流动，带动周边地区的标准化工作发展，实现浙江省标准化工作的一体化发展。
政府除了利用财政、税收政策调整各地区和各行业在标准化工作中的积极性外，还要通过产业规划机制引导各地区开展标准化工作的分工与合作：拥有大量人才和科技力量的杭州市和宁波市，应该专注于标准形成阶段的技术研发与专利标准化工作；其他地区侧重于标准产业化和市场化工作，在浙江省质量检验检疫局的统一监管下展开全省服务业标准化能力提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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